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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与绿化投入的居民健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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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绿地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对居民的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 将城市绿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

行匹配，构建定序响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在此基础上，定量探讨了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效应，并考察

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在其中引起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引入绿地投入指标作为探讨绿地公平性的突破口。 结果表明：
（１）基准回归发现，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０．０１５１，Ｐ＜０．０１），分区域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绿地健康

促进效果远高于中西部；（２）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中，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 ＝ ０．０２１５，Ｐ＜
０．０１），调节效应占比为 ４２％；（３）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效益在不同收入和不同社会地位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利群体在绿地对健康的影响过程中获益较少，这造成了我国绿地环境福利不公平现状；（４）绿化投入分析发

现，增大绿化投入力度可有效促进居民的健康，并且高绿化投入下才能有效提升绿地对经济弱势群体的健康效益。 因此，建议

政府应加强绿化投入力度，为经济地位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社会环境福利保障，使绿地“共建共享”，实现“全民健康”的宏伟

愿景。
关键词：居民健康；绿化投入；城市绿地；群体差异；环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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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 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我国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旨在全面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建设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

国家。 现有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具有潜在积极影响［１］。 然而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绿

地空间面临不断被挤压，城市环境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２］。 随着居民对绿地的需求持续增长，绿地对居民健

康的影响受到学者广泛关注。 因此，深入探讨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的影响对于优化城市绿地建设至关重要，
有助于落实“健康中国”战略，为创造健康人居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居民可以接触的自然环境，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作用。 包括改善环

境，释放氧气、吸收 ＣＯ２
［３—４］、阻隔噪声、滞尘［５—６］、调微气候、增加空气中负离子［７］、提升城市美景度等直接作

用［８］。 相较于城市绿地的生态效益，目前研究更深入关注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具体作用。 从生理健康的层面

来看，绿地被证明能够降低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９—１０］；在心理健康层面，绿地具有

缓解压力［１１］、恢复注意力［１２］、改善精神状态和提升情绪状态［１３］等功能；在社会健康的层面，城市绿地提供社

交空间，有助于促进社会交往［１４］，提升居民的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关系的良好发展［１５］。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城市绿地对居民生理、心理、社会等健康方面的影响，但是对不同社会群体在这一影

响中的差异性认知尚不充分。 随着城市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往往面临着不同程

度的环境资源不平等问题，这包括了对城市绿地的利用和健康效益的不均等分配。 有学者发现，不同社会群

体对绿地的利用和认知有所差别［１６］，绿地的健康效益存在群体差异［１７—１８］，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绿地资

源存在差别，不同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差距在扩大［１９—２０］。
此外，城市绿地作为改善居民健康的最主要的自然环境，是公共性、福利性的政策工具，也是健康城市战

略的承载体。 政府绿化投入的偏向对城市绿地的发展具有重要指示作用。 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有研究表明

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可以有效提升环境质量［２１—２２］；但是从城市绿地投入和居民健康的角度鲜有人涉及，仅有张

丹婷研究发现绿化投入的增加可以提升居民整体健康水平［２３］。 探究政府层面的绿化投入能否缓解绿地健康

的群体差异，以及政策性投入是否可以弥补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环境资源不公平性，这将对指导城市绿地建

设和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利用全国居民家庭调查数据，以城市绿地为解释变量，居民健康水平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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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定量化研究居民绿地与居民的健康效益。 基于调节效应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深入分析

绿地健康效益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是否存在群体差异。 为了研究绿地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引入各地区政府绿

化投入指标，探讨绿化投入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程度；绿化投入力度的不同，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的差异。 得出绿

化投入的适宜尺度，为城市绿地布局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１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１．１　 数据来源

采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全部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库，该数据库为全国范

围内的微观个体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ｓ．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 ｃｆｐｓ ／ ），由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组织实施，具有较

高科学性和权威性，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 城市绿地数据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
进行研究，来源于《２０２０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绿化与生态部分，由中国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１６］。
删除不符合要求和缺失数据后，根据省份代码 “ｐｒｏｖｃｄ２０”，在 Ｓｔａｔａ１５ 软件中将省级层面的绿地指标数据与

ＣＦＰＳ 微观调查数据合并，最终匹配到全国 ３１ 个省份（包括 ４ 个直辖市），共计 ５９８ 个城区，共 ２０５２５ 个城市居

民样本。
１．２　 数据处理

１．２．１　 被解释变量———居民健康水平

目前的居民健康研究多采用自评健康作为度量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家庭疾病史、个体的疾病严重程

度、健康状况稳定性等多个因素，具有统计学的信度和效度［２４］。 在 ＣＦＰＳ 数据库中涉及的问题为“您认为自

己的健康状况如何？”，分值范围为 １ 到 ５，１ 表示“非常健康”，５ 表示“非常不健康”。 为了方便表述，将调查

中的健康状况值转换为以下等级：非常不健康＝ １，不健康＝ ２，一般＝ ３，健康＝ ４，非常健康＝ ５。
１．２．２　 核心解释变量———绿化覆盖率

城市绿化覆盖率是城市各类型绿地绿化垂直投影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率，是我国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的

重要考核指标，能够代表城市的绿化建设水平。 并且《城市绿地分类标准》（ＣＪＪ ／ Ｔ ８５—２００２）中指出“城市绿

化覆盖率应作为绿地建设的考核指标”，故采用绿化覆盖率表示宏观数据上的绿地建设水平。 另外采用城市

绿化指标中的人均绿地面积进行稳定性检验［２５］。
１．２．３　 调节变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调节变量，其反映了居民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等社会阶层指标

的综合影响［２６］。 为了综合评估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参考前人的研究，通过考虑多个指标（受教育程度、个人

年收入、社会地位）的权重，采用熵权法综合评价得到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
１．２．４　 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

为了尽量消除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借鉴前人的研究，健康影响因素采用居民微观个体特征和城市

层面宏观经济因素作为控制变量［２７］。 本文个体数据选自 ＣＦＰＳ 数据库中与之相关的数据，其中，微观个体特

征（ｐｒｉｖ） 指标包括：性别（ｇｅｎｄｅｒ） 、年龄（ａｇｅ） 、工作状态（ｗｏｒｋ） 、婚姻状态（ｍａｒｒｉｅｄ）、睡眠质量（ｓｌｅｅｐ）、居
民生活愉悦程度（ｈａｐｐｙ） 、生活习惯（运动 ｓｐｏｒｔ、抽烟 ｓｍｏｋｅ、喝酒 ｄｒｉｎｋ）。 宏观控制变量（ｃｉｔｙ）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具体包括：人均 ＧＤＰ（ｐＧＤＰ）、人口密度（ｄｅｎｓ）和一般公共支出（ｐｅｘｐ）。
综上所述，微观个体特征（ｐｒｉｖ） 和宏观经济因素（ｃｉｔｙ） 两类控制变量可以表示如下：

ｐｒｉｖｉｊ ＝α１ｇｅｎｄｅｒｉｊ＋α２ａｇｅｉｊ＋α３ｍａｒｒｉｅｄｉｊ＋α４ｗｏｒｋｉｊ＋α５ｓｌｅｅｐｉｊ＋α６ｓｐｒｏｔｉｊ＋α７ｓｍｏｋｅｉｊ＋α８ｄｒｉｎｋｉｊ （１）
ｃｉｔｙ ｊ ＝ γ１ｐｇｄｐ ｊ ＋ γ２ｄｅｎｓｊ ＋ γ３ｐｅｘｐ ｊ （２）

其中，ｉ 表示城市，ｊ 表示个体，表示 ｉ 城市第 ｊ 个居民微观个体特征，表示 ｊ 居民的宏观经济因素，α 和 γ 代表回

归系数。
１．２．５　 其他数据

为了研究绿地与居民健康效益的群体差异，引入个人收入数据和居民社会地位数据。 个人收入水平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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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ＰＳ（２０２０）数据库中个人年收入来表示，并根据总体数据的均值进行划分。 在划分居民社会地位时，根据

ＣＦＰＳ（２０２０）数据库中问题“您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如何？”，要求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打分，分值

从 １ 到 ５，１ 代表最低，５ 代表最高。 将回答大于 ３ 的定义为高社会地位群体，小于等于 ３ 的划分为低社会群

体。 为研究绿化投入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引入城市绿化投入数据，来源于《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政府绿化

投资额占总城建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百分比”。
１．３　 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和表 ２ 为主要变量的分布特征和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居民健康状况全样本均值为 ３．０６６，居民健

康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介于“健康”和“比较健康”之间。 由于数据涉及范围广，因此将数据根据地

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 主要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自治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

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三大区域数据基本分布均衡，对个人年收入数据和地区人口密度作对数处理。 样

本数据涉及全国 ３１ 个省市、包含宏观和微观各方面数据，样本详细且全面，是展开研究的基础。

表 １　 主要变量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自评健康 不健康 ２９１５ １４．２０ 绿化覆盖率 东部 ８５１５ ４１．４９
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 一般 ２１８２ １０．６３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中部 ６３２４ ３０．８１
ｈｅａｌｔｈ 比较健康 ９０７０ ４４．１９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ｓ 西部 ５６８６ ２７．７０

很健康 ３３４１ １６．２８ 是否吸烟 吸烟 ５８６４ ２８．５７
非常健康 ３０１７ １４．７０ Ｓｍｏｋｅ 不吸烟 １４６６１ ７１．４３

性别 男 １０３６２ ５０．４８ 学历水平 文盲 ／半文盲 ３７７２ Ｔ１８．３８
Ｇｅｎｄｅｒ 女 １０１６３ ４９．５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小学 ３９０４ １９．０２
婚姻 已婚 １６４０９ ７９．９５ 初中 ６２７１ ３０．５５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未婚 ４１１６ ２０．０５ 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 ３３６７ １６．４０
年龄 ［３５，５５） ７８１５ ３８．０８ 大专 １６９５ ８．２６
Ａｇｅ ［５５，７５） ６１７０ ３０．０６ 本科 １３８４ ６．７４

［７５，９５） ７１１ ３．４６ 硕士 １２４ ０．６０
硕士 ８ ０．０４

表 ２　 变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类型
Ｔｙｐ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说明及赋值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Ｄ

最小值
Ｍ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被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居民自评健康（Ｙ） 不健康＝ １；一般＝ ２；比较健康 ＝

３；很健康＝ ４；非常健康＝ ５ ３．０６６ １．１９２ １ ５

核心解释变量 Ｃｏｒ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Ｘ） 城市各类型绿地绿化垂直投影

面积 ／ 城市总面积×１００％ ４１．０７３ ２．６６１ ３５．９００ ４９

调节变量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社会经
济地位
（Ｍ）

学历水平

文盲 ／ 半文盲＝ １；小学 ＝ ２；初中
＝ ３；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 ４；
大专＝ ５；大学本科 ＝ ６；硕士 ＝ ７；
博士＝ ８

３．０００ １．４６１ １ ８

个人年收入 ／ 元 取对数 ４．３０６ ５．１４９ ０ １３．５２８

社会地位
＂在当地所处社会地位＂
很低＝ １；一般＝ ２；比较高 ＝ ３；很
高＝ ４；非常高＝ ５

３．０８４ １．０５４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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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Ｔｙｐ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说明及赋值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Ｄ

最小值
Ｍ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个体特征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控制变
量（Ｃ） 居民年龄 １６—９５ ４６．７４３ １５．７２８ １６ ９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性别 男＝ １；女＝ ０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０ ０ １

婚姻状态 已婚＝ １；未婚＝ ０ ０．７９９ ０．４００ ０ １

运动频率 七天内锻炼身体频率 ２．５６８ ２．３３９ ０ ８

是否吸烟 吸烟＝ １；不吸烟 ＝ ０ ０．２８６ ０．４５２ ０ １

是否喝酒
过去一个月喝酒超过三次 ＝ １；
过去一个月喝酒不超过三次＝ ０ ０．１３４ ０．３４０ ０ １

睡眠不好频率
（一周）

几乎没有＝ １；有些时候＝ ２；经常
有＝ ３；大多数时候有＝ ４ １．８２０ ０．９４５ １ ４

宏观社会特征
Ｍａｃ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地区人均 ＧＤＰ ／
万元

／ ６．５５８ ３．００９ ３．５８５ １６．４１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地区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取对数 ８．０５４ ０．３５５ ７．１７９ ８．６１３

一般公共支出 ／ 万元 ／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８９

１．４　 模型构建

（１）基准回归模型。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健康水平，为有序分类变量，如果按照传统数据处理方

法，选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则模型不契合，可能造成结果偏差［２８］。 这里借鉴经济

学里 Ｋｎｉｇｈｔ 等［２９］和 Ｍｅｎｚ 等［３０］的相关研究的分析方法， 使用定序响应模型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 进行回归

分析。 该模型和常见的二元或多元离散选择模型不同，其被解释变量都是带有特定顺序或级别的数据，特别

适合于被解释变量居民健康 Ｈｅａｌｔｈ ＝ １，２，３，４，５ 的情况。 因此为探讨绿地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居民健

康为因变量，城市绿化水平为自变量，影响健康的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

分析：
Ｈｅａｌｔｈｉｊ ＝ β０ ＋ β１ｇｒｅｅｎｉ ＋ αｐｒｉｖｉｊ ＋ γｃｉｔｙｉ ＋ εｉｊ （３）

式中，ｉ 表示城市，ｊ 表示个体，被解释变量 ｈｅａｌｔｈｉｊ表示 ｉ 城市第 ｊ 个居民健康状态。 ｇｒｅｅｎｉ表示 ｉ 城市的绿地建

设水平，ｐｒｉｖｉｊ和 ｃｉｔｙｉ都是控制变量，前者表示 ｉ 城市第 ｊ 个居民的年龄、健康和婚姻状况等一系列微观个体特

征；后者代表 ｉ 城市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和人均财政支出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εｉｊ为误差项。
（２） 调节效应模型。 在基准模型中，分析了绿化水平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绿化水平、社

会经济地位和居民健康三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在模型（３）中加入社会经济地位与绿化水平的交乘项以验

证社会经济地位在绿化水平对居民健康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调节效应模型设定为：
Ｈｅａｌｔｈｉｊ ＝ β０ ＋ β１ｇｒｅｅｎｉ ＋ β２ ｇｒｅｅｎｉ × ｍｉ ＋ β３ ｍｉ ＋ αｐｒｉｖｉｊ ＋ γｃｉｔｙｉ ＋ εｉｊ （４）

式中，ｍｉ是调节变量，表示第 ｉ 位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ｇｒｅｅｎｉ×ｍｉ为核心变量绿化覆盖率与调节变量社会经济

地位的交互项，其他变量设置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 主要通过系数 β１和 β２验证，如果 β１和 β２同号，则说明社

会经济地位对绿地的健康效益有加强作用，如果 β１和 β２异号，则相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绿地影响居民健康基准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考虑到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比较各变量系数。 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

０．４ 以下，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３１］。 对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进一步考察，得出 ＶＩＦ 均值为 １．３４，
在可接受范围之内［３２］。 将城市绿化水平作为自变量，居民健康数据作为因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居民个体特征

及社会特征，利用定序响应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城市绿地与居民的健康效益，其基本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１８１１１　 ２４ 期 　 　 　 贺香　 等：城市绿地与绿化投入的居民健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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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基本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全样本
Ｆｕ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

西部地区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中部地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东部地区
Ｅａｓｔ ａｒｅａ

绿化水平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９２２∗∗∗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５４）

年龄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２１９∗∗∗

Ａｇｅ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１２２）

性别 ０．０７００∗∗∗ ０．０８１４∗∗∗ －０．００６４０ ０．１０６∗∗∗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３８２）

婚姻状况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５９３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３７７）

是否运动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０７６７ ０．００４２７

Ｓｐｏｒ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５２５） （０．００６１２） （０．００６４４）

是否抽烟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３１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６１

Ｓｍｏｋｅ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３９９）

是否喝酒 ０．１７２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５５∗ ０．２１９∗∗∗

Ｄｒｉｎｋ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５０２）

睡眠质量 －０．２１１６∗∗∗ －０．２３６∗∗∗ －０．２０３∗∗∗ －０．１８０∗∗∗

Ｓｌｅｅｐ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１５９）

情绪状态 －０．１９２１∗∗∗ －０．１９２∗∗∗ －０．２３１∗∗∗ －０．１５１∗∗∗

Ｈａｐｐ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８１）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２４８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６９）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１５２）

人口密度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８００ ０．２６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５３４） （０．１０４）

人均财政支出 －０．３９６７∗ －１．４３５∗∗ ０．１３５ ２．３０８∗∗∗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０．２０５０） （０．５７８） （０．６２６） （０．８８２）

观测值（Ｎ） ２０５２５ ５６８６ ６３２４ ８５１５

Ｒ２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６８２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圆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标准误，回归结果由 ＳＴＡＴＡ １５．０ 给出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绿地的系数显著为正，绿化覆盖率对居民健康具有正效应，即绿化建设水平较

高地区的居民健康水平较高， 绿化覆盖率变量每上升 １ 个单位， 居民健康水平将上升 ０．０１５１ 个单位。 结果

进一步验证了绿地对居民健康的正向效应。 目前有大量研究证实了绿地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绿地对居民

的健康体现在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 “亲生物假说”认为人类从大草原而来，对自然具有天然的亲近性，
在自然环境中人类会感到放松并有归属感，自然对人类具有天然疗愈作用［１８］。

通过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分样本对比分析发现，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效应显著为正，说明绿地建设有

利于提升居民健康状况。 东部地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值为 ０．０９２２，西部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
数为 ０．０２６２；而中部地区存在较弱或不显著的交互效应，系数为正，虽然效应很弱且不显著，但仍说明绿地水

平对中部地区居民健康有促进作用。 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其地区差异主要受区

域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发展理念等因素的影响［３３］。 一是东部地区地理环境优越、气候适宜，整体居民健康状

况良好；二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结构年轻化，健康意识、医疗水平远高其他区域；三是东部健康环

境方面的发展理念、环境治理水平更高。 城市绿地对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绿地健康作用更显

著。 综上，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提升效果远高于中西部。
２．２　 绿地影响居民健康基准回归分析的稳定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绿地对居民健康影响，采用滞后效应来消除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同时作为绿地指标的

２８１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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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检验。 绿地对居民健康影响不是立即显现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且前期的绿地指标不受后

一期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有助于减少绿地与健康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 因此分别采用滞后 １ 期（２０１９
年）和 ２ 期（２０１８ 年）的城市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匹配 ２０２０ 年居民健康数据，使用定序响应模型分析。 滞后模

型的结果表明（表 ４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绿化覆盖率对居民健康的正效应依然显著存在，检验了结论的稳健性。
同时，通过替换绿地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绿地对居民健康影响效应。 借鉴前人经验，采用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来替代城市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指公共绿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是反映城市居

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３４］。 模型 ３ 结果显示，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

果不显著，但同样表现为正。

表 ４　 稳定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内生性问题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 稳健性检验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模型 １（滞后 １ 期） 模型 ２（滞后 ２ 期） 模型 ３（人均绿地面积） 模型 ４（医疗费用）

绿化水平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９４４∗∗∗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２２）

年龄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１６９∗∗∗

Ａｇｅ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性别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６８３∗∗∗ －０．０４９０∗∗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９２）

婚姻状况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４４９∗∗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０１）

是否运动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１８２∗∗∗

Ｓｐｏｒ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４）

是否抽烟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３２７

Ｓｍｏｋｅ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２０７）

是否喝酒 ０．１７３３∗∗∗ ０．１７３３∗∗∗ ０．１７７８∗∗∗ －０．１３５７∗∗∗

Ｄｒｉｎｋ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２３７）

睡眠质量 －０．２１１４∗∗∗ －０．２１１３∗∗∗ －０．２１０８∗∗∗ ０．１６８９∗∗∗

Ｓｌｅｅｐ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６）

情绪状态 －０．１９２０∗∗∗ －０．１９１９∗∗∗ －０．１９１８∗∗∗ ０．１６００∗∗∗

Ｈａｐｐ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０２）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７７∗∗∗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７）

人口密度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２４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２１７）

人均财政支出 －０．４２１４∗ －０．３４５５ ０．１７４０ －０．１４１２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０．２１７７） （０．２２４７） （０．２７５９） （０．１７６１）

观测值（Ｎ） ２０５２５ ２０５２５ ２０５２５ ２０５２５

Ｒ２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６５０

由于以居民自评健康作为被解释变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居民对个人健康的认知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

一定的差异。 因此，模型 ４ 采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库中家庭支出部分（居民一年全部的医疗费

用） 作为替代指标来衡量健康水平［３５］。 因医疗费用为连续变量，非二分变量，此处采用偏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绿地健康水平显著为负，即绿地水平越高，居民一年中的医疗花费越少。 说明高绿

化建设水平可以减少居民医疗支出，居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升。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自然环境对居民

生理健康有促进作用，可以提升居民免疫力、降低慢性病的发生，改善居民健康［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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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作用的调节效应和异质性分析

城镇化背景下，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对绿地资源的获取存在差异。 为了验证

社会经济地位在城市绿化与居民的健康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在模型中，引绿化覆盖率和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

交乘项。 回归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５ 模型 １），绿化覆盖率和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且其

中回归结果为 １％水平显著，数值为 ０．０２１５，相比于基准回归的 ０．０１５１，调节效应占比为 ４２％。 说明绿地对居

民健康状况的影响时，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时，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越能发挥绿

地对居民的健康促进作用。

表 ５　 调节效应和异质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调节效应估计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基准回归估计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根据收入水平分样本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根据社会地位分样本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模型 １
（加入交互项）

模型 ２
（高收入）

模型 ３
（低收入）

模型 ４
（高地位）

模型 ５
（低地位）

绿化水平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１０６∗∗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３）

社会经济地位 ０．００７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０１７）

绿化水平×社会经济地位 ０．００１５∗∗∗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Ｎ） ２０５２５ ４６１９ １５９０６ ７７４０ １２７８５

Ｒ２ ０．１５３８ ０．１７１２ ０．１５３２ ０．１５５１ ０．１５４４

　 　 ＹＥＳ 表示控制变量已控制

　 图 １　 社会经济地位在绿化水平与居民健康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图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通过对调节效应的理解，其实调节效应的作用是关

于调节变量的线性函数。 进一步分析城市绿地和居民

健康水平的关系，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如图 １ 所示，在低

社会经济地位下（Ｍ⁃ １ＳＤ），简单斜率为 ０．０２４，（ ｔ ＝ ０．
４８１，Ｐ＜０．００１），高经济地位下（Ｍ＋１ＳＤ），简单斜率为 ０．
０４１，（ ｔ＝ ０．２１０，Ｐ＜０．００１）。 说明加入交互性后，在调节

作用下，绿地对居民的健康效应呈加强趋势。 总体而

言，经济社会地位在不同绿化水平上对居民健康水平起

正向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构建收

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分层模型。 其中收入和社会地位分

别代表客观和主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数据［３６］，探讨不同

收入和社会地位群体的绿地健康效益。 收入分层模型中，以收入的均值为依据进行分层，大于总样本收入均

值的划为高收入组（表 ５ 模型 ２），小于均值的样本划为低收入组（表 ５ 模型 ３）。 利用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

析，可以看出，两组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者，均能从绿地中获得健康效益。 进一

步对比发现，绿地健康效益数据在高收入样本中为 ０．０３２３，表明地区绿地水平的提高对高收入群体的自评健

康有更显著的正影响，为 ０．０３２３ 个单位；而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这个数据只有 ０．０１１７，这说明绿地对高收入

群体的健康效益要远高于低收入群体。 根据社会地位划分为高社会地位群体（表 ５ 模型 ４）和低社会地位（表
５ 模型 ５），结果显示绿地健康效益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为正向显著。 其中高社会地位群体系数为 ０．０３４６，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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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低社会地位群体的系数 ０．００８５，表明绿地对高社会地位群体的正向影响明显高于低社会地位群体。 这可能

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居民对健康更关注，更注重生活品质，对绿地的认知也更强，因而

绿地健康效益更显著［１８］。 另一方面，收入较低，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受经济约束较大，通常居住在环境不好

但价格较低的居住环境。 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人群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能接触到优质的绿地资源，绿
地的品质和可达性更高，获得更好绿地效益。 此外，一般普遍认为，高收入人群多从事脑力劳动，精神压力更

大，前人研究表明，绿地具有的缓解精神压力和恢复注意力的功能［１１］，两者契合度更高，由此可能绿地对高收

入群体的健康正向作用更明显。
综上，社会经济地位在绿地对居民健康状况影响的关系中扮演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这意味着社会经

济地位有利的群体能够更好的享受到绿地健康福利，反映出环境不平等所带来的健康不公平问题。 绿地的健

康益处在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群体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而在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群体中的效益相对较弱，这
验证了当前我国绿地环境存在的不公平现状，且进一步加剧的居民的健康差距。
２．４　 绿化投入与绿地健康效益分析

政府绿化投入作为一种城市环境调控的有效手段，是城市绿地规划的重要指标。 绿化投入占比等于绿化

投资额 ／公用设施建设总投资额×１００％［２３］，作为绿化投入力度指标，百分比越高表示投入力度越大。
通过取绿化投入占比均值，将样本量分为高规制和低规制两个样本。 表 ６ 显示模型 １ 和模型 ２，不同绿

化投入下居民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绿地指数每上升一个单位，高绿化投入组居民和低绿化投入组居民分

别获益 ０．０３０８ 和 ０．０１６４，说明高绿化投入整体健康状况比低投入组高。

表 ６　 分样本估计： 绿地投入水平对健康影响的差异性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模型 １
高绿化投入

模型 ２
低绿化投入

高绿化投入
Ｈｉｇｈ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低绿化投入
Ｌｏｗ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模型 ３
高收入阶层

模型 ４
低收入阶层

模型 ５
高收入阶层

模型 ６
低收入阶层

绿化水平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１１８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７８）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Ｎ） ９１２９ １１３９６ ２０６８ ７０６１ ２５５１ ８８４５

Ｒ２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７１５

为了进一步探究绿化投入对提高居民绿地健康效益是否受经济社会地位影响。 分为高绿化投入高收入

样本（模型 ３）、高绿化投入低收入样本（模型 ４）、低绿化投入高收入样本（模型 ５）、低绿化投入低收入样本

（模型 ６）。 采用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别估计不同样本下，绿地水平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以验证绿地对居民健

康存在群体差异。
实证结果显示，模型 ３、４、５ 均为正向显著。 高绿化投入样本中，低收入阶层健康效益比高收入阶层相关

性更强，但是系数较低。 说明高绿化投入可以显著提高所有群体的健康水平，但是对高收入群体效果更好。
低投入样本中，高收入阶层显著，低收入阶层不显著，且高低收入群体绿地影响的值分别为 ０．０５０４ 和 ０．０１１８。
低绿化投入水平下，绿地仅对高收入人群显著提升，且高收入群体的影响明显大于低收入群体。

在低绿化投入的情境下，对低收入群体的绿地效果不显著。 这种结果可能有以下方面的原因：决策者和

开发商更多地代表精英阶层的利益，在低绿化投入下，较少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 导致在城市规划和绿地开

发中，更多的资源和关注被投入到了服务于高收入群体的区域，而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和利益得不到充分考虑。
低绿化投入情境下，绿地资源可能被视为稀有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群体获取绿地资源的成本可能增

加，包括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或面临其他获取绿地资源的障碍。 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低收入群体在享受

绿地效益时面临一定的不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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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引入政府绿化投入后，绿化投入可以有效提升居民健康效益，且对高社会经济地位效果更好。 高绿

化投入可以有效弥补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绿地健康差距，而低绿化投入反而加剧绿地不公平性。 因此，提高

绿化投入，让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多绿地健康效益，保障环境的公平性十分必要。

３　 结论

（１） 基准回归分析发现，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０．０１５１，Ｐ＜０．０１）。 即城市绿

地建设水平越高，居民的健康程度越好。 同时分区域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绿地健康促进效果远高于中、
西部。

（２） 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中，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 ＝ ０．０２１５，Ｐ＜０．０１），
调节效应占比为 ４２％，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加强了绿地对居民的正向影响，同时这也可能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地

位居民之间存在健康效益的不平等问题。
（３） 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效益在不同收入和不同社会地位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社会经

济地位不利群体在绿地对健康的影响过程中获益较少，这造成了我国绿地环境福利不公平现状，也进一步加

剧了健康的不平等。
（４） 绿化投入分析发现，增加对环境绿化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可显著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且对高社会经济

地位群体效果更好。 增大绿化投入可以有效弥补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绿地健康差距，而低绿化投入可能加剧

绿地不公平性。
根据结论得出以下建议：第一，重视城市绿地建设。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政府绿地建设应充分考虑居

民诉求。 通过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绿地面积，提升城市整体绿化水平。 鼓励单位绿地、私人绿地对公

共开放；通过提升绿地的品质，举办活动、提供运动场地等多元服务功能来提升绿地的吸引力；考虑绿地的服

务范围，通过提高绿地的可达性，提升绿地的使用效率。 加强城市绿地环境建设，可充分发挥绿地的健康效

益，为居民健康助益。 这对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注弱势群体需求。 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城市公园绿地的平等。

政府应该考虑绿地分布的差异，加强绿地的布局均衡性，提高绿地覆盖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绿地可达性；重
视低收入社区的绿地发展，政府出台政策保障低收入社区的绿化指标，通过规定性、指导性等政策指标的落

实，从规划的源头保障绿地的公平性。 有助于从居民健康层面减弱社会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效促进“健
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第三，加大并平衡绿化投入。 提高绿化投入力度可有效改善经济地位弱势群体的绿地获取途径，保障全

体居民健康效益。 同时确保绿地投入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中得到均衡分配，以避免资金投入的不平

等。 结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专项建设，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环境品质；对现存环境

恶劣、绿地水平低的地区积极进行改造，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
本文证实了城市绿地和绿化投入对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在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

中的调节作用，为城市规划和公共健康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引入政府绿化投入对研究绿地健康效益、
弥补绿地不公平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本文

仅分析了 ２０２０ 年绿地与居民健康的关系，缺乏纵向数据的对比，对绿地内部特征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较

少。 在城市绿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高效利用绿地空间，更好发挥绿地健康效益，这是未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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